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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商环境促进数字经济发展的组态路径分析 

任宗强 虞曦凯 刘少云
1
 

【摘 要】：数字经济是驱动我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如何通过优化营商环境赋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亟待研

究。本文基于数字经济的技术-组织-环境(TOE)分析框架，以我国一、二线城市为样本，运用 fsQCA 方法探究营商环

境影响数字经济发展的因果机制。研究发现：(1)基础建设对数字经济的发展起着基础性作用；(2)高效的金融服务

是一线城市实现高水平数字经济的必要条件；(3)驱动一线城市实现高水平数字经济的路径有“环境主导-均衡型”

和“环境主导-技术型”,驱动二线城市实现高水平数字经济的路径有“技术-组织共同主导型”和“环境主导-技

术型”。研究结论揭示了营商环境与数字经济间的相关关系，对政策制定有着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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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数字经济在资源配置、渗透融合与协同发展等方面较之传统的农业和工业经济有巨大提升，是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和经济高

质量发展的全新经济范式。1 国家“十四五”规划提出，数字经济的发展主要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传统产业与数字技术的

相互联结，第二阶段是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2前者取决于技术创新，后者依托于经济环境。营商环境是企业进行技

术创新活动的综合生态系统，代表着市场主体在市场经济活动中所涉及的条件和体制机制性因素，反映了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

软实力。适宜的营商环境对城市的技术创新能力与微观经济活力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3首先，营商环境的优化有利于降低制度

性交易成本，4如通过税收优惠给创新绩效带来正向影响。5其次，良好的营商环境可以提升企业的管理效率。面向企业与市场的

宏观管理代替简单线性的微观管理，有助于企业优化资源配置和提升创新效率。4 随着《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的正式施行，如何

通过优化营商环境赋能数字经济，已成为学界与业界亟待解决的议题。现有关于数字经济的研究主要是从企业微观视角探索数

字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6对营商环境与数字经济间的关系尚未深入研究。经过改革开放 40多年的发展，中国各城市不但形成了

具有地方特色的营商环境，而且一些营商环境要素有缺陷的城市在数字经济建设方面也取得了不俗的成绩。由此引发的一个问

题是：在建设高水平数字经济的过程中，是否存在着不同的营商环境要素组态?本文试图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 

综上所述，本文引入fsQCA作为组态分析工具，基于技术-组织-环境(TOE)分析框架构建驱动数字经济发展的营商环境组态

模型，定量分析城市各营商环境要素对数字经济发展的组态效应。本文的贡献可能有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揭示了中国城市数字

经济发展的复杂因果关系，为数字经济与营商环境的实证研究提供了新思路。第二，从组态视角出发，基于 TOE分析框架检验了

技术、组织和环境条件在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耦合效应，证实了数字经济发展的“殊途同归”。 

二、研究框架 

数字经济本质上是一种基于数字技术、运用数据进行资源分配以推动生产力发展的经济范式。7TOE 分析框架是一个基于技

术应用场景的综合分析框架，可以根据研究内容更换条件因素，具有适用性强的特点。
8
因此，本文基于 TOE 分析框架，对影响

数字经济发展的营商环境要素作如下梳理： 

                                                        
1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面向智能制造的传统企业创新能力提升机制与路径研究”(17BGL044);温州大学 2020

年研究生创新基金《基于多因素组态的高新技术企业股价崩盘风险分析》(316202001002)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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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技术条件，具体包括基础建设、创新生态和人力资源三个二级条件。 

首先，技术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动力源。已有研究表明，技术水平的提升与交通基础建设和信息基础建设的发展呈现正相关关

系。9此外，生活基础建设不仅可以满足居民的生存与发展，而且也会影响投资的区位选择，10其带来的潜在物质资本与无形资本

会对数字经济的建设产生重要影响。7 其次，数字经济带来的颠覆性创新，无论在深度上还是在广度上都远甚于传统领域，因而

其对创新环境的要求也相对更高。11 创新生态的改善可以提高企业的创新效率，增加创新产出，进而带动数字经济的持续发展。

再次，人才是创新与技术进步的第一驱动力。10由于数字经济较少依赖固化生产条件，因而人力资源比物化资本在数字经济发展

中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 

2.组织条件，主要包括政务环境和法治环境两个二级条件。 

发展数字经济已成为国家战略，10 同时已有研究表明，地理临近对于政府与企业间的合作创新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12 具体

体现为城市内良好的政商关系对技术创新活动有着正向影响。此外，市场主体产权与合法权益维护离不开法治，13尤其在强调科

技自立自强的背景下，通过法制建设可以更好地保护知识产权，进而激发企业的技术创新意愿，14促进数字经济发展。 

3.环境条件，包括市场体量和金融服务两个二级条件。 

市场体量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13可以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大量无形资本。此外，良好的金融环境对技术

创新有显著的促进作用，15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加快数字经济的建设。 

综上所述，基于TOE 分析框架，本文主要关注三大问题：首先，是否存在实现高水平数字经济的必要营商环境要素；其次，

七类营商环境要素如何产生联合效应，使城市实现高水平或非高水平的数字经济发展；最后，一线城市与二线城市的营商环境在

数字经济的发展上是否存在差异。研究框架与路径模型如图 1所示。 

 

图 1研究框架 

三、研究方法与数据构建 

现有关于营商环境与数字经济的研究尚未对样本展开划分。16通常，一线城市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活动中处于重要地

位，且具备较强的辐射能力。国内被广泛认可的一线城市只有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
17
随着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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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发展阶段，越来越多的大型城市形成了完善的制度环境，承担起了辐射周边和资源配置的功能。这些城市具有天然的资源存

量优势，若不划分样本会使实证结果缺乏稳健性。基于此，本文依照新一线城市研究所发布的《2020 城市商业魅力排行榜》划

分城市等级，该报告依据商业资源集聚度、城市枢纽性、城市人活跃度、生活方式多样性和未来可塑性五个维度，较好地评估了

中国城市的综合水平。本文最终得到 19个一线城市与 30个二线城市作为研究样本。 

(一)fsQCA、数据来源与变量设定 

传统的回归分析热衷于探索特定变量的“平均净效应”,忽略了多因素的“联动效应”,这使得诸多研究结论存在不一致甚

至矛盾。18作为社会科学的新范例，fsQCA 跳出了相关关系的因果逻辑，以集合论视角探索现象的“多重并发”因果关系，将案

例视为前因条件集合，运用布尔代数对交叉案例进行比较分析，从而识别出数字经济发展的不同营商环境组态(即城市案例)。运

用该方法有助于认清中国各城市数字经济发展的差异化路径，揭示营商环境要素间的协同效应。 

条件变量即营商环境要素，具体包括基础建设、创新生态、人力资源、政务服务、法治环境、市场体量和金融服务。其中基

础建设指标借鉴广东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发布的《2020 年中国 296 个城市营商环境报告》,其余要素来源于《2020·中国城市营

商环境评价》,
19
这两份报告较好地呈现了各营商环境要素的特点。营商环境要素由各自的二级指标通过无量纲化后得到，取值

范围为[0,100],数值越高说明要素水平越好。具体测量如表 1所示。 

表 1营商环境要素测量标准 

 营商环境要素 二级指标(权重) 衡量标准(权重) 

技术条件 

基础建设 

交通建设(0.67) 

建成区道路长度/建成区面积(公里/平方公里)(0.08) 

人均道路面积(平方米/人)(0.08) 

公路货运量(0.167) 

水路货运量(0.167) 

民航运输量(0.167) 

地铁长度(0.167) 

出租车数量(0.167) 

信息建设(0.11) 
移动互联网手机数(0.5) 

宽带户数(0.5) 

生活建设(0.22) 
供气能力(万吨)(0.5) 

公共供水能力(万立方米)(0.5) 

创新生态 

创新投入(0.5) 科学支出(万元) 

创新产出(0.5) 发明专利授权量(个) 

人力资源 

人力储备(0.7) 

高等院校在校人数(人)(0.4) 

年末单位从业人员(人)(0.3) 

人口净流入(万人)(0.3) 

劳动力成本(0.3) 平均工资水平(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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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组织条件 

政务服务 

政府支出(0.5) 一般预算内支出(万元) 

政商关系(0.5) 政商关系排名 

法治环境 

社会治安(0.3) 万人刑事案件数(件/万人) 

司法服务(0.4) 律师事务所数量(个) 

司法公开度(0.3) 司法信息公开度指数 

环境条件 

市场体量 

经济指数(0.4) 
地区人均生产总值(元)(0.6) 

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万元)(0.4) 

进出口(0.3) 
当年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万元)(0.6) 

当年新签项目或合同个数(个)(0.4) 

企业机构(0.3)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个) 

金融服务 

从业规模(0.5) 金融从业人员(万人) 

融资服务(0.5) 
总体融资规模(万元)(0.5) 

民间融资规模(万元)(0.5) 

 

资料来源：《2020·中国城市营商环境评价》20、《2020 年中国 296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营商环境报告》。 

结果变量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根据国新办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20)》的有关内容，数字经济发展的“四化”

框架包括：数据价值化、数字化治理、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数字经济指标来源于新华三集团数字研究院与中国信息通讯研

究院联合提供的《中国城市数字经济指数蓝皮书(2020)》,该报告以国新办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20)》为基准，

从数据及信息化基础设施、数字化服务水平、数字化治理水平和数字化与产业融合程度四大维度衡量城市数字经济的发展水平。

该变量的取值范围为[0,100],越高说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越好。本文条件变量与结果变量的时间基准均为 2020 年。 

(二)变量校准 

鉴于城市数字经济绩效和城市营商环境要素指数均为新推出的测量指标，缺乏足够的理论指导与经验依据，为避免校准过

程因缺乏经验和理论依据而产生主观偏见，本文遵循主流 QCA的研究，21将结果变量(城市数字经济)和 7个条件变量的完全隶属

点、交叉点和完全不隶属点分别设置为案例样本描述性统计的75%、50%和 25%分位数值。非高水平数字经济的校准通过取“高水

平数字经济的非集”实现。各变量的模糊点详见表 2。 

表 2变量的模糊点设置 

变量名称 

一线城市 二线城市 

完全隶属 交叉点 完全不隶属 完全隶属 交叉点 完全不隶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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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对象 数字经济 87.850 75.200 71.850 68.250 64.800 63.700 

 基础建设 35.315 25.740 19.995 16.360 14.245 11.780 

技术条件 创新生态 35.574 23.654 17.019 10.905 8.186 5.346 

 人力资源 56.595 51.331 36.695 31.424 27.345 22.664 

组织条件 

政务服务 49.100 39.163 34.777 30.112 25.317 21.764 

法治环境 64.970 59.470 52.697 53.714 50.236 36.974 

环境条件 

市场体量 46.837 32.524 29.979 22.527 18.360 14.199 

金融服务 30.675 20.313 15.215 10.906 8.605 5.991 

 

四、实证分析 

(一)必要条件分析 

在必要条件的判别标准上，本文参考已有研究，22采用0.9 作为必要性分析的一致性阈值。由表 3可知，二线城市中并不存

在构成高水平或非高水平数字经济的必要条件，但在一线城市中存在实现高水平数字经济的唯一必要条件：金融服务。这表明，

随着制度环境的完善，金融服务对技术创新的提升作用显著增强，23进而对数字经济的发展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表 3必要性分析 

条件变量 

一线城市 一线城市 二线城市 二线城市 

高水平数字经济 非高水平数字经济 高水平数字经济 非高水平数字经济 

一致性 覆盖度 一致性 覆盖度 一致性 覆盖度 一致性 覆盖度 

基础建设 0.887 0.785 0.283 0.304 0.777 0.784 0.316 0.314 

～基础建设 0.214 0.198 0.800 0.896 0.320 0.322 0.783 0.776 

创新生态 0.880 0.763 0.382 0.402 0.690 0.684 0.387 0.378 

～创新生态 0.310 0.292 0.774 0.887 0.372 0.382 0.676 0.682 

人力资源 0.838 0.743 0.369 0.398 0.553 0.549 0.521 0.509 

～人力资源 0.321 0.295 0.761 0.851 0.506 0.518 0.539 0.543 

政务服务 0.841 0.737 0.386 0.410 0.683 0.696 0.401 0.402 

～政务服务 0.326 0.304 0.752 0.852 0.413 0.412 0.697 0.684 

法治环境 0.754 0.673 0.385 0.417 0.708 0.679 0.428 0.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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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环境 0.346 0.317 0.698 0.775 0.378 0.402 0.659 0.689 

市场体量 0.880 0.796 0.245 0.269 0.695 0.691 0.383 0.375 

～市场体量 0.192 0.173 0.815 0.892 0.371 0.379 0.684 0.688 

金融服务 0.948 0.816 0.328 0.343 0.622 0.627 0.452 0.448 

～金融服务 0.238 0.226 0.824 0.950 0.452 0.456 0.624 0.619 

 

(二)高水平数字经济的组态分析 

本文将原始一致性确定为 0.8,PRI 一致性确定为 0.8,案例的频数阈值设定为 1。此时一线城市与二线城市的样本量均满足

75%的最低标准。参考已有研究的结果呈现形式，22本文汇报了中间解，并辅以简约解。表 4 呈现了实现高水平数字经济的组态

结果，其中单个解和整体解的一致性均高于最低标准0.8。24 

表 4高水平数字经济的营商环境系统组态 

 一线城市 二线城市 

 环境主导-均衡型 环境主导-技术型 技术-组织共同主导型 环境主导-技术型 

前因条件 FC1a FC1b SC1 SC2a SC2b SC3a SC3b 

基础建设 • • ● ● ● • • 

创新生态  • ◎ ● ● • ◎ 

人力资源 • • •  • ◎ • 

政务服务 • ◎ ● ● ● ◎ ◎ 

法治环境 • ◎ ◎ • • ◎  

市场体量 ● ● ◎ •  ● ● 

金融服务 ● ● ⊗  • ● ● 

原始覆盖度 0.608 0.183 0.060 0.368 0.236 0.059 0.098 

唯一覆盖度 0.498 0.072 0.036 0.151 0.016 0.032 0.054 

一致性 0.987 0.981 0.910 0.967 0.986 0.918 0.937 

覆盖案例 
上海、北京、 

广州、深圳、重庆 
成都 贵阳 

宁波、厦门、 

珠海、无锡、济南 
宁波、济南、福州 南通 石家庄、大连 

总体覆盖度 0.681 0.510 

总体一致性 0.988 0.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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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代表核心条件存在、⊗代表核心条件缺失、•代表辅助条件存在、◎代表辅助缺失，空白代表条件可有可无；(2)二

线城市高水平数字经济的标准分析，选择“基础建设*创新生态*政务服务”为质蕴涵项。 

1.一线城市组态分析：2个组态 2条路径 

表 4展示了驱动一线城市实现高水平数字经济的两个二阶等价组态。它们具有相同的核心条件：市场体量和金融服务。这表

明市场经济(包括资本市场)在数字经济建设中起着关键性作用。根据辅助条件的不同，本文将两个组态所代表的路径分别命名

为“环境主导-均衡型”和“环境主导-技术型”。 

路径一：环境主导-均衡型。组态 FC1a展现了以环境条件为主导、技术和组织条件为辅助的一线城市数字经济发展路径。该

组态表明，当庞大的市场体量和完备的金融服务发挥核心作用，同时辅以完善的基础建设、出色的人力资源、优秀的政府服务和

健全的法制环境，一线城市便能实现高水平的数字经济。处于这类营商环境的典型城市包括上海、北京、广州、深圳、重庆。以

上海为例，根据《上海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上海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和国际化的原则，激发市场活力并发展金融支持，打造

集高政府效率、高市场活力和高创新竞争力于一体的营商环境，体现了环境主导、多元协同的数字经济发展路径。 

路径二：环境主导-技术型。组态FC1b表明，在一线城市数字经济建设中，以环境条件为主导、技术条件为辅助的发展路径

可以缓解组织条件相对缺失的不足。处于这类营商环境的典型城市是成都。根据相关统计资料与各类营商环境报告，成都作为西

南地区文化枢纽，经济发达、交通便利，具有成为西部金融中心城市的潜质。同时，成都还拥有多所双一流高校，全市创新氛围

强烈。这些条件弥补了政务服务和法治环境相对缺失的影响，体现了以环境主导、技术协同的数字经济发展路径。 

2.二线城市组态分析：5个组态 2条路径 

表 4 表明，二线城市高水平数字经济的组态共有 5 个。根据核心条件与辅助条件，本文将 5 个组态所代表的路径归纳为 2

条，分别是“技术-组织共同主导型”和“环境主导-技术型”。 

路径一：技术-组织共同主导型。在组态 SC1中，完善的基础建设和优秀的政务服务发挥了核心作用，出色的人力资源发挥

了辅助作用。该组态说明在二线城市数字经济的建设中，良好的基础建设和政务服务配合优质的人力资源，可以缓解市场、金

融、创新和法治等方面相对不足的缺点。处于这类营商环境的代表性城市是贵阳。根据相关统计资料显示，贵阳具备技术发展所

需的交通基础建设与信息化建设。25近年来，贵阳全市深度聚焦“放管服”改革，政务效能大大提高，走出了一条依托技术和组

织双元驱动的数字经济发展路径。 

与组态 SC1 所呈现的营商环境要素“偏科”不同，二阶等价组态 SC2a 和 SC2b 并不存在缺失要素。同时与组态 SC1 相比，

SC2a 和 SC2b 的核心条件还包括创新生态，这表明在各类营商环境要素基本具备的情况下，基础建设、创新生态和政务服务对于

二线城市实现高水平数字经济发挥着核心作用。组态 SC2a 所涵盖的典型城市是宁波、厦门、珠海、无锡、济南，组态 SC2b所涵

盖的典型城市是宁波、济南、福州。以宁波市为例，“开放揽才、产业聚智”的工作举措、简易的政务办理、良好的法治环境和

体系化的金融科技，极大地激发了宁波的市场活力与社会创造力，形成了一条技术、组织协同驱动的数字经济发展路径。 

路径二：环境主导-技术型。组态 SC3a 和 SC3b 表明，在二线城市数字经济的建设过程中，庞大的市场体量与高效的金融服

务，辅以完善的基础建设和健全的创新生态，或完善的基础建设和优质的人力资源，就可以缓解组织条件相对缺失的不足，其中

市场体量和金融服务为核心条件。组态 SC3a所涵盖的典型城市是南通，组态SC3b所涵盖的典型城市是石家庄和大连。例如，在

金融服务方面，根据《2020 年中国金融中心指数排行榜》,南通的金融中心指数在全国地级市中位居前四，同时在全国排名中与

石家庄和大连不相上下；在市场体量方面，计划单列市之一的大连，京津冀三极之一的石家庄，以及经济位居江苏前四的南通，

这些城市都具有极强的市场资源；在创新生态方面，截至2020年，南通已连续 8次被评为“全国科技进步先进市”,并连续5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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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选“福布斯中国大陆创新能力最强城市排行榜”的前 30强；在人力资源方面，大连作为计划单列市、石家庄作为省会城市对

当地及周边城市都具有一定的吸引力，其中大连还拥有多所双一流高校，而石家庄则在 2018 年颁布《石家庄市人才发展促进条

例》,以立法形式保障和促进人才发展，近两年来已收获成效。南通、石家庄和大连虽然在政务服务方面相对不强，但依托良好

的市场和金融条件，并辅以完善的基础建设、创新生态或人力资源，依然可以实现相对高水平的数字经济。这些城市的案例体现

了环境主导、技术协同的数字经济发展路径。 

综上所述，一线城市实现高水平数字经济的核心条件是庞大的市场体量和完善的金融服务，这说明随着城市制度环境的完

善和整体规模的上升，市场与金融在数字经济建设中的作用愈发重要。与之相比，二线城市的核心条件不局限于单一的营商环境

要素组合。基础建设和政务服务，基础建设、创新生态和政务服务，或是市场体量与金融服务，上述三者的组合均能在高水平数

字经济的建设中扮演重要角色，这充分说明在二线城市中，因地制宜发挥特定营商环境要素组合的潜力，对高水平数字经济建设

起着重要的影响。 

3.非高水平数字经济的组态分析 

本文也检验了一线城市与二线城市产生非高水平数字经济的营商环境组态。与高水平数字经济的分析过程一致，本文将原

始一致性确定为 0.8,PRI 一致性确定为 0.8,案例的频数阈值设定为 1。表 5 展现了产生非高水平数字经济的组态结果，其中整

体解和单个解的一致性均高于最低标准 0.8。26 

表 5非高水平数字经济的营商环境组态 

 一线城市 二线城市 

前因条

件 
FAC1a FAC1b FAC1c SAC1 SAC2a SA2b SAC3a SAC3b SAC3c 

基础建

设 
⊗ ⊗ ⊗ ⊗ ⊗ ⊗ ⊗ ⊗ ⊗ 

创新生

态 
◎ ◎ • ● • ◎ ⊗ ⊗ ⊗ 

人力资

源 
 ◎ ◎ ◎ ◎ ◎  ◎ • 

政务服

务 
◎ ◎ •  ⊗ ⊗ ◎ ◎  

法治环

境 
◎  ◎ ● • ◎ ◎  ◎ 

市场体

量 
◎ ◎ ◎ ● ◎  ⊗ ⊗ ⊗ 

金融服

务 
◎ ◎ ◎ ◎ • ◎ ◎ ◎ ◎ 

原始覆 0.463 0.410 0.104 0.220 0.072 0.137 0.194 0.117 0.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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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度 

唯一覆

盖度 
0.142 0.089 0.078 0.177 0.040 0.054 0.083 0.030 0.120 

一致性 0.984 0.991 0.964 0.874 0.915 0.967 0.935 0.989 0.922 

覆盖案

例 

沈阳、长沙、 

合肥、郑州、

西安 

沈阳、合肥 

、青岛、长

沙 

东莞 
绍兴、嘉

兴 
台州 

惠州、保

定 

保定、兰州、

廊坊 

保定、徐

州 

太原、长春、

南昌 

总体覆

盖度 
0.630 0.651 

总体一

致性 
0.988 0.918 

 

注：(1)●代表核心条件存在、⊗代表核心条件缺失、•代表辅助条件存在、◎代表辅助缺失，空白代表条件可有可无；(2)一

线城市非高水平数字经济的标准分析，选择“～基础建设”为质蕴涵项；(3)二线城市非高水平数字经济的标准分析，选择“～

基础建设*～创新生态*～政务服务*～法治环境*～市场体量*～金融服务”、“～基础建设*～政务服务”和“～基础建设*～创

新生态*～市场体量”为质蕴涵项。 

一线城市中，有 3 个营商环境组态会导致非高水平的数字经济发展，三者的核心条件均为基础建设缺失。组态 FAC1a 与组

态 FAC1b在形态上大体相似，其辅助条件中都包含创新生态缺失、政务服务缺失、市场体量缺失和金融服务缺失，唯一区别在于

人力资源与法治环境的不同。相较于前两个组态，FAC1c 虽然具备较好的创新生态与政务服务，但由于其他营商环境要素的缺失，

城市的数字经济发展依然受到了限制。 

二线城市中，有 6个营商环境组态会导致非高水平的数字经济发展。首先，组态 SAC1 显示，当二线城市缺乏足够的基础建

设，并辅以人力资源短缺和金融服务低效时，即使有良好的创新生态、政务服务和市场体量，城市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依然不会

高。其次，组态 SAC2a 和 SAC2b 体现了核心条件为基础建设落后和政务服务低效时对高水平数字经济建设的制约。尤其对于组

态 SAC2a而言，即使其具备良好的创新生态、法治环境和金融服务，在基础建设不完善和政务服务不出色的情况下，依然无法使

二线城市实现高水平数字经济。再者，组态 SAC3a、SAC3b 显示，基础建设、创新生态和市场体量的不足，同时辅以政务环境、

法治环境和金融服务的不足，或人力资源、政务服务和金融环境的不足，会抑制二线城市数字经济的高水平发展。最后，组态

SAC3c 表明，仅具备优质的人力资源，而忽视其他营商环境要素的建设，也可能使二线城市产生非高水平的数字经济。 

此外，高水平数字经济(见表 4)的营商环境组态中均包含基础建设，而非高水平数字经济的营商环境组态的核心条件中均包

含基础建设不足，这表明基础建设对数字经济的建设发挥着基础性作用。 

(三)稳健性检验 

Schneider、Wagemann 针对稳健性的评估维度提出了两个集合论的特定标准：(1)研究结果在稳健性检验后未产生其他实质

性的解释；(2)结果组态在稳健性检验前后存在明显子集关系。27与主流研究一致，本文采用改变 PRI一致性的方式进行稳健性

检验，具体方法是将 PRI 一致性提高至 0.85。表 6和表 7所示，校准后组态基本一致，说明结论稳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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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改变 PRI一致性的稳健性检验(高水平数字经济) 

 一线城市 二线城市 

前因条件 FC1a′ FC1b′ SC1′ SC2a′ SC2b′ SC3a′ SC3b′ 

基础建设 • • ● • • ● ● 

创新生态  • ◎ • ◎ ● ● 

人力资源 • • • ◎ •  • 

政务服务 • ◎ ● ◎ ◎ ● ● 

法治环境 • ◎ ◎ ◎  • • 

市场体量 ● ● ◎ ● ● •  

金融服务 • • ⊗ ● ●  • 

原始覆盖度 0.608 0.183 0.060 0.059 0.098 0.368 0.236 

唯一覆盖度 0.498 0.072 0.036 0.032 0.054 0.151 0.016 

一致性 0.987 0.981 0.910 0.918 0.937 0.967 0.986 

总体覆盖度 0.681 0.510 

总体一致性 0.988 0.967 

 

注：(1)●代表核心条件存在、⊗代表核心条件缺失、•代表辅助条件存在、◎代表辅助缺失，空白代表条件可有可无；(2)二

线城市高水平数字经济的标准分析，选择“基础建设*创新生态*政务服务”为质蕴涵项。 

表 7改变 PRI一致性的稳健性检验(非高水平数字经济) 

 一线城市 二线城市 

前因条件 FAC1a′ FAC1b′ FAC1c′ SAC1′ SAC2a′ SAC2b′ SAC2c′ 

基础建设 ⊗ ⊗ ⊗ ⊗ ⊗ ⊗ ⊗ 

创新生态 ◎ ◎ • • ⊗ ⊗ ⊗ 

人力资源  ◎ ◎ ◎ ◎ ◎ • 

政务服务 ◎ ◎ • ⊗ ⊗ ⊗ ⊗ 

法治环境 ◎  ◎ •  ◎ ◎ 

市场体量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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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服务 ◎ ◎ ◎ • ◎ ◎  

原始覆盖度 0.463 0.410 0.104 0.072 0.117 0.137 0.259 

唯一覆盖度 0.142 0.089 0.078 0.055 0.036 0.060 0.196 

一致性 0.984 0.991 0.964 0.915 0.989 0.967 0.900 

总体覆盖度 0.630 0.431 

总体一致性 0.988 0.920 

 

注：(1)●代表核心条件存在、⊗代表核心条件缺失、•代表辅助条件存在、◎代表辅助缺失，空白代表条件可有可无；(2)一

线城市非高水平数字经济的标准分析，选择“～基础建设”为质蕴涵项。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借助数字经济 TOE 分析框架，创新性地运用 fsQCA 方法，以中国一线城市和二线城市为样本，探索了营商环境驱动城

市数字经济发展的复杂因果关系。本文的研究结论如下：首先，基础建设是数字经济发展的根基，较低的基础建设水平会制约数

字经济的发展，如绍兴；较高的基础建设水平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数字经济的发展，如贵阳。其次，高效的金融服务是促成一

线城市实现高水平数字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当城市的整体规模达到一定程度后，完善的多层级金融市场对数字经济的发展将

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如上海。最后，驱动一线城市和二线城市实现高水平数字经济发展的组态分别为 2个和 5个，并可归纳总

结为 3 条驱动路径：一线城市所独有的“环境主导-均衡型”,如上海；二线城市所独有的“技术-组织共同主导型”,如贵阳；

一、二线城市共有的“环境主导-技术型”,如成都，南通。其中，上海与成都具有相同的核心条件，但在辅助条件方面存在差异，

这体现了营商环境要素对数字经济建设的“多重并发”特点。根据研究结果，本文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欲善其事，必利其器”,各城市应重视基础建设在数字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良好的基础建设可以在物流、通讯和投

资选择等方面为数字经济的发展提供资源支持，并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由其他营商环境要素不足所带来的发展困境。以贵阳为

例，虽然其市场规模较小、金融资源相对匮乏，但基础建设为全市的技术创新提供了保障，为数字经济的发展孕育了土壤。与之

相对的，绍兴与嘉兴虽然具备较强的创新生态、法治环境和市场体量，但受限于相对薄弱的基础建设，数字经济发展较为缓慢。 

第二，“把握关键，物尽其用”,一线城市应认识到金融服务对数字经济建设的必要性。数字经济的驱动内核是数字技术，

当数字技术达到一定水平后，数字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需要金融的助推。上海、北京、深圳等一线城市具有完善的多层级金融市

场、包容的价格发现机制和丰富的风险管控工具，这引导了资金合理、健康地流向数字经济建设领域，进而更好地搭建专业性发

展平台，带动数字经济的高水平发展。 

第三，“扬长避短，因地制宜”,各城市应采取与自身营商环境相适应的数字经济发展路径。在改革开放 40多年的发展过程

中，中国各城市早已形成了独具地方特色的营商环境，因此在发展数字经济时，各城市应首先立足自身所具备的营商环境要素，

充分发挥其效用。以南通市和贵阳市为例，前者充分发挥了市场规模和金融环境在数字经济建设中的依托作用，后者充分挖掘了

基础建设和政务环境对数字经济建设的拉动作用，使得各自在缺乏部分营商环境要素的情况下依然使数字经济实现了相对高水

平的发展。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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